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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共情鸿沟可以跨越：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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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这一典型的人际情绪预测现象为例, 考察人际共情鸿沟的形成原因(研究一、

研究二)及跨越路径(研究三)。结果发现：(1)自我预测作为共情锚点, 直接影响教师对学生情绪的预测, 自我

预测平静组教师的预测准确性相对更高, 而自我预测极端导致更大的师生间共情鸿沟; (2)共情策略影响教

师情绪预测准确性, 教师若将自己置于学生角度进行设身处地思考, 可克服自我中心偏差, 有效跨越共情鸿

沟, 说明设身处地共情是提升教师情绪预测准确性的有效策略。研究在情绪观点采择双判断模型基础上, 建

构并检验了人际情绪预测理论模型, 为人际共情鸿沟的原因解释和跨越策略提供了理论视角。 
关键词  情绪预测; 人际共情鸿沟; 双判断模型; 共情锚点; 共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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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引言 
事情虽尚未发生, 甚至以前也未曾经历, 但我

们可以闭上眼睛, 想象这些事情, 在此时此地超前

体验它们带来的结果(Gilbert & Wilson, 2007)。这种

前 瞻 性 超 前 体 验 即 为 情 绪 预 测 (emotional 
forecasting)或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 它是

指个体预测未来事件发生时的情绪反应(Wilson & 
Gilbert, 2003)。情绪预测是情绪智力的重要成分(卢
家楣, 2005), 大量研究发现, 人类的情绪预测能力

并非尽善尽美(刘聪慧, 张耀华, 俞国良, 2010), 人

们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情绪(Dunn & Laham, 
2006; Kahneman & Snell, 1992; Mathieu & Gosling, 
2012; Wilson & Gilbert, 2003)。 

以往研究多考察人们对自己情绪的预测, 但在

社会生活中, 人际情绪预测(interpersonal emotional 
forecasting)更为常见 , 这在政府公职人员(预测公

众情绪)、医生(预测患者情绪)、窗口服务人员(预
测服务对象情绪)等职业群体中尤其普遍。准确预

测他人情绪 , 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情绪理解

(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 错误预测了他人情

绪, 被称为人际共情鸿沟(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Van Boven & Loewenstein, 2003)。人际共情鸿沟导

致人际误会甚至冲突, 阻碍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联

系 (Dunn & Laham, 2006), 阻碍成功的政策制定

(Loewenstein, 1996)。因此, 研究者强调, 在包括健

康医疗、教育和金融等大量社会情境中, 都需要增

强 情 绪 预 测 的 准 确 性 (Elwyn, Stiel, Durand, & 
Boivin, 2011), 减小人际共情鸿沟、提高预测准确

性对销售员、政策制定者和任何需要成功与他人互

动的人, 都极有价值(Dunn, Brackett, Ashton-James, 
Schneiderman, & Salovey, 2007)。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

关系, 预测学生情绪是教师常见的职业行为, 也是

一种典型的人际情绪预测行为。准确预测学生情绪

对教师优化教育决策、实施有效教育、减少师生共

情鸿沟、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这既是

教师职业前瞻性特点的充分彰显, 也是教师专业能

力的重要体现。然而, 教育实践中, 因教育者对学

生可能的情绪反应未能预测或错误预测而导致的

师生间误会乃至冲突频频发生, 诸如“绿领巾”、“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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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红校服”、“三色作业本”1 等引发社会广泛

热议的教育事件即是明证。遗憾的是, 因人际情绪

预测偏差而出现的人际共情鸿沟问题, 并未引起研

究者的应有重视, 仅少数研究揭示共情鸿沟发生的

原因 , 而无一研究直接探讨共情鸿沟如何才能跨

域。本研究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这一典型而极具教

育价值的人际情绪预测现象为例, 进一步揭示人际

共情鸿沟形成原因, 并探索跨越横亘于人际间这道

鸿沟的策略。 
1.2  文献回顾 

率 先 进 行 情 绪 预 测 准 确 性 实 证 研 究 的 是

Kahneman 和 Snell (1992), 他们请被试预测品尝酸

乳酪或冰激凌会有怎样的情绪感受, 最后得出“情

绪变化难以预测”的结论。这种预测不准的偏差现

象出现在大量人群中、大量情境事件中(Wilson & 
Gilbert, 2003), 既表现在消极事件上, 也表现在积

极事件上(Dunn & Laham, 2006; Lench, Safer, & 
Levine, 2011)。因此, Gilbert (2006)在《撞上幸福》

(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书中总结指出, 预测是

件困难的事, 而预测未来的情绪尤其困难, 即使人

们是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 
人 们 预 测 他 人 的 情 绪 同 样 会 出 现 偏 差 。

Pollmann 和 Finkenauer (2009)将人际情绪预测称为

共情预测(empathic forecasting), 通过 3 个实验考察

了对他人情绪的预测准确性问题, 结果被试高估了

成败事件对陌生他人情绪体验的影响(实验 1), 对

朋友和陌生人均表现出高估偏差(实验 2), 即使被

试获得更多参照信息, 仍出现预测偏差(实验 3)。
Van Boven 和 Loewenstein (2003)将人际情绪预测

称为情绪观点采择 (emotional perspective taking), 
并将错误预测他人情绪称为人际共情鸿沟。Van 
Boven, Loewenstein 和 Dunning (2005)在两个实验

中, 发现被试高估了他人参加公众面前哑剧表演的

意愿(实验 1)和公众面前舞蹈表演的意愿(实验 2), 
这种预测中的勇气错觉(illusion of courage)正是人

际共情鸿沟的表现。 
人 际 情 绪 预 测 偏 差 或 人 际 共 情 鸿 沟 为 何 发

生？研究表明, 人们通常运用自己的偏好作为基础

去预测他人的偏好(Hoch, 1987)。Nickerson (1999)
更直接指出, 试图理解他人知道什么或者他人在某

种特定情境下的情绪, 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设想自

己 知 道 什 么 或 自 己 在 那 种 情 境 下 的 感 受 。 Van 
Boven 和 Loewenstein (2003, 研究 1)请被试阅读一

个关于徒步旅行者野外遭遇严峻考验的情境故事, 
然后请被试在阅读后用几分钟时间想象旅行者的

感受。结果, 多数被试(79%)明确表示预测了自己在

那种情境中的情绪, 且大多被试(69%)在提到旅行

者反应之前提到了自己的反应(“我感觉真的有些惊

慌和饥饿”)。这一简单而巧妙的实验证实, 人们在

预测他人的感受时是以自己的感受为参照锚点的。

本研究将预测者或预测主体的这种自我预测称为

共情锚点(empathic anchoring)。 
对他人反应的预测往往建立在自己将如何反

应 这 一 最 好 、 有 时 也 是 唯 一 的 基 础 之 上 (Hoch, 
1987)。可以说, 共情锚点是客观存在的, 有时还是

必需的。但问题是, 它并不必然导致人际情绪预测

准 确 性 的 提 高 。 情 绪 观 点 采 择 双 判 断 模 型 (dual 
judgment model of emotional perspective taking) 
(Van Boven & Loewenstein, 2003)认为, 人们在预

测他人情绪时, 首先预测自己在同样情境中的情绪, 
作为参照锚点 , 其次判断自己与他人的相似程度 , 
并据此调整锚点, 从而对他人情绪做出预测。按此

模型, 人际情绪预测准确性依赖于两个条件, 即自

我预测准确性和自我-他人相似性判断准确性。然

而, 一方面, 如前文所述, 人们预测自己情绪的能

力并非尽善尽美; 另一方面, 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

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Van Boven & Loewenstein, 
2005), 从而难以判断自我-他人间的差异。由于决

定人际情绪预测准确性的两个条件都难以满足, 人

际共情鸿沟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 
提升人际情绪预测准确性或跨越人际共情鸿

沟如何可能？虽然 Dunn 和 Laham (2006)曾形象指

出, 情绪预测偏差就像座疮一样普遍, 但也能像座

疮 一 样 治 疗 。 去 焦 点 化 (defocusing) (Sevdalis & 
Harvey, 2009) 、 正 念 (mindfulness) (Emanuel, 
Updegraff, Kalmbach, & Ciesl, 2010)、促进经验学习

(Hoerger, Chapman, Epstein, & Duberstein, 2012; 徐

菁, 蒋多, 2009)等手段都被证明能有效校正预测偏

差, 但以往这些研究中被试预测的都是自己的情绪, 
目前尚无一研究直接考察人际情绪预测准确性的

提升问题。双判断模型虽能很好地揭示人际共情鸿

沟的原因, 却在跨域共情鸿沟的方法上止步未前。 
                                             
1 这些事件的详细报道依次见：新浪网, 2011 年 10 月 18 日; 新华网, 2012 年 9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 2011 年 10 月 27 日; 齐鲁晚报, 

2011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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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 先回归到“共情”
这一概念本身。研究者多倾向于认为共情既包括认

知成分又包括情感成分(Davis, 1994), 在人际情绪

预测过程中, 预测主体以自我预测作为锚点, 显然

是一种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 也就是 Van 
Boven 和 Loewenstein (2003)提出的情绪观点采择。

以往研究中, 对观点采择的实验操纵通常有两种视

角, 一是自己视角, 二是他人视角(赵显, 刘力, 张

笑笑, 向振东, 付洪岭, 2012), 如 Batson, Early 和

Salvarani (1997)把想象的观点采择分为想象自己的

观点采择和想象他人的观点采择。可以推测, 人际

情绪预测中同样存在两种视角或策略：一是自己视

角或者说推己及人, 即以设想自己的情绪作为预测

他人情绪的锚点 , 二是他人视角或者说设身处地 , 
即站在他人角度想象他人的情绪反应。为避免认知

共情和情绪观点采择等多个概念的混淆, 本研究统

一称之为“共情策略” (empathy strategy)。 
哪种共情策略更有利于共情鸿沟的跨越？从

认知共情概念角度看, 研究者认为, 认知共情要求

个体保持自我和他人表征的相对分离, 从而理解他

人的情绪和感受(黄翯青, 苏彦捷, 2012), 个体要具

备最基本的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 才能产生真正

的共情(Decety & Lamm, 2006); 从观点采择概念角

度看, Eisenberg 和 Strayer (1987)认为观点采择是个

体在对他人所处情境准确认知的基础上, 把自身置

于他人情境中理解他人的能力 , Galinsky, Ku 和

Wang (2005)指出, 观点采择是个体从他人所处情

境出发 , 想象他人观点与态度的心理过程。显然 , 
这里共同强调的都是“他人角度”。可见, 站在他人

角度或设身处地共情, 才是认知共情或观点采择的

本质体现, 才能更准确地对他人情绪做出预测, 减

小甚至跨越人际共情鸿沟。 
1.3  模型发展 

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 初步构建

如图 1 的人际情绪预测理论模型。 
 

 
 

图 1  人际情绪预测理论模型 

无论是预测主体的情绪预测还是预测对象的

情绪体验, 均发生在特定情境中。模型中间部分表

明, 人际共情鸿沟是指在特定情境中个体对他人情

绪的预测与他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情绪体验之间的

偏差, 它从另一面透视出人际情绪预测的准确性。

模型上半部分, 揭示了人际共情鸿沟发生原因, 这

是对情绪观点采择双判断模型的继承, 即个体以同

样情境中的自我情绪预测作为参照锚点, 对他人情

绪做出预测(箭头 A1), 但由于自我预测偏差及自我

-他人相似性判断错误, 因此共情锚点不一定会导

致准确性预测(虚线箭头 A2), 相反, 若自我预测极

端 , 将导致更大的人际共情鸿沟。模型下半部分 , 
提出了人际共情鸿沟跨越的方法, 这是对双判断模

型的发展, 即人际情绪预测过程中, 存在推己及人

(自己视角)和设身处地(他人视角)两种共情策略 , 
不同策略影响对他人情绪的预测(箭头 A3), 设身处

地共情更能体现认知共情的本质, 因此有益于人际

共情鸿沟的跨越(箭头 A4)。 
本研究以典型的人际情绪预测现象—— 教师

预测学生情绪为例, 来检验上述理论模型。教育心

理研究应贴近教育实践, 保证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

生态学效度(林崇德, 1990), 据此, 从教育对象既有

个体学生、又有群体学生这一现实的教育实践出发, 
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以个体学生和群体学生为预

测对象, 考察共情鸿沟发生原因, 检验的假设为：

教师的自我情绪预测作为共情锚点, 会直接影响对

学生情绪的预测(假设 H1); 共情锚点对教师情绪

预测准确性并不一定具有积极或消极影响, 若自我

预测极端, 则师生间共情鸿沟更大(假设 H2)。在此

基础上, 研究三进一步考察共情鸿沟跨越策略, 检

验的假设为：共情策略影响教师对学生情绪的预测

(假设 H3); 教师站在学生视角采取设身处地共情

策略, 更有利于提升预测准确性, 更有益于减小甚

至跨越师生间共情鸿沟(假设 H4)。 
本研究中反映师生间共情鸿沟的指标有两个：

相对准确性(relative forecasting accuracy index, RFA)
是教师预测与学生体验之差, 体现高低估趋势, 显

著 高 估 或 低 估 都 表 示 预 测 不 准 确 ; 绝 对 准 确 性

(absolute forecasting accuracy index, AFA)是教师预

测与学生体验之差的绝对值 , 体现绝对偏离程度 , 
若显著大于 0, 表示预测不准确, 或者说存在共情

鸿沟。以往情绪预测研究中, 多直接对原始数据进

行差异检验(Wilson & Gilbert, 2003), 实际上仅反

映了预测的相对准确性, 而 Dunn, Biesanz,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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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inn 等(2007)和 Hoerger 等(2012)研究中仅采取

绝对差值作为准确性指标 , 又无法反映高低估趋

势。本研究同时采取相对准确性和绝对准确性两类

指标, 更能对预测准确性或者说共情鸿沟做出全面

反映。 

2  研究一 

2.1  方法 
2.1.1  被试 

预测主体为某中学和某教师培训班 85 名初中

教师, 平均教龄 12.96 年(SD = 8.10), 男 28 人, 女

57 人。为控制学生年龄差异, 将预测对象固定为初

二学生, 以 4 所中学 20 个初二班级的 364 名学生为

被试, 男 194 人, 女 170 人。 
2.1.2  材料 

(1)情绪预测情境实验材料 
第一步, 确定预测情境。对某校初中生(n = 240)

和某校初中教师(n = 42)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搜

集典型情绪情境。经归类后频次统计, 确定关爱学

生和课间拖堂(研究一)、积极期望(研究二)、复习

迎考(研究三) 4 个典型教育情境作为本研究的预测

情境。经 8 名教育心理学研究生和 10 名初中教师

(均为教育硕士)讨论, 确定各情境的具体描述。 
第二步, 确定具体情绪词。对某校初中教师(n 

= 127)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请被试写出初中生在

4 种情境中可能产生的具体情绪。研究一中全部选

择提及率超过 40% (董妍, 俞国良, 2007)的高频次

情绪词, 关爱情境中情绪词为感动、高兴、温暖, 拖

堂情境中情绪词为郁闷、无奈、反感, 采用 0~6 (6 = 
非常强烈)级计分。两种情境中教师自我预测、预

测学生和学生体验 α 系数在 0.76~0.85 之间。 
第三步, 编制两个版本实验材料。教师情绪预

测版本和学生情绪体验版本的情绪词和量尺完全

相同 , 只是在学生版本中 , 将情境中的学生改为

“你”, 并要求被试“将自己完全置于情境之中 , 真

实地体验自己内心的情绪。”其中, 教师版本的关爱

情境内容为：设想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以后。马同学

是一名普通的初二学生 , 就像大多数初二学生一

样。一天课上, 马同学肚子痛, 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老师看到后, 走过来关切地问：“哪里不舒服吗？要

不要紧？”并立即让其他同学去办公室倒杯热水给

马同学。拖堂情境内容为：设想这件事发生在不久

以后。这是一个普通的初二班级, 就像大多数初二

班级一样。一次课上, 老师还在讲课时, 下课铃响

了。由于要讲的内容还没讲完, 老师就利用课间时

间拖堂继续讲课。 
(2)认知共情能力问卷 
Cliffordson (2001)认为, 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

已经分别代表了共情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 因此

采 取 人 际 反 应 指 针 量 表 - 修 订 版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中的观点采择因子测量教师认

知共情能力, 5 个项目, 1~5 (5 = 很恰当)级计分, α
系数为 0.752 (张凤凤, 董毅, 汪凯, 詹志禹, 谢伦

芳, 2010), 本研究中为 0.65。 
2.1.3  程序 

第一阶段, 教师情绪预测测量：集中教师在安

静的会议室, 发放研究材料。要求教师预测关爱和

拖堂两种情境中大多数初二学生的情绪, 但在预测

学生情绪前, 首先预测如果自己是情境中的初二学

生将会是怎样的情绪体验, 然后填答对初二学生的

了解程度(1~5 级计分, 5 = 很了解)和有关人口学变

量, 并完成认知共情能力问卷。第二阶段, 学生情

绪体验测量：由班主任和研究者共同作为主试, 发

放研究材料, 以班级为单位集中施测。 
2.2  结果 

检验假设 H1。关爱情境中自我预测和预测学

生间相关显著, r = 0.72, p<0.001; 拖堂情境中自我

预测和预测学生间相关显著, r = 0.80, p<0.001。以

两种情境中教师自我预测均值为中界线, 将样本教

师分为自我预测平静组和强烈组(以下简称“平静

组”和“强烈组”), 经统计 , 两种情境中 , 两组教师

在教龄、对初二学生了解程度和认知共情能力上均

无差异 , 说明两组教师在教职经验上具有同质性 , 
且认知共情能力得到控制。统计发现(表 1), 两种情

境中强烈组教师预测学生的情绪均更强烈：关爱情

境中, t(83) = −6.50, p<0.001, d = −1.26, 拖堂情境中, 
t(83) = −8.64, p<0.001, d = −2.21。上述相关分析和

t 检验结果表明, 作为共情锚点的自我预测对教师

预测学生的情绪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假设 H1 得

到证实。 
检验假设 H2。以相对准确性(RFA)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由于是组间设计, 因此其结

果与上面直接对两组教师预测分数进行 t 检验结果

一致。与 0 相比：关爱情境中, 平静组没有显著高

估, t(43) = 0.48, ns, 而强烈组高估明显, t(40) = 8.52, 
p<0.001; 拖堂情境中, 平静组没有显著低估, t(48) 
= −1.09, ns, 而强烈组高估明显, t(35) = 12.06, 
p<0.001。以绝对准确性(AFA)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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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一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情境 教师分组 自我预测 预测学生 学生体验 2 相对准确性(RFA) 绝对准确性(AFA) 

平静组(n = 44) 4.60±0.53 4.47±0.55 4.43±1.22 0.04±0.55 0.48±0.27 
关爱 

强烈组(n = 41) 5.71±0.30 5.34±0.69 4.43±1.22 0.91±0.67 1.01±0.52 

平静组(n = 49) 2.57±0.72 2.95±0.93 3.09±1.62 −0.14±0.93 0.69±0.64 
拖堂 

强烈组(n = 36) 4.63±0.67 4.56±0.73 3.09±1.62 1.47±0.73 1.50±0.68 

 
样本 t 检验, 结果两组差异均显著：关爱情境中, 
t(83) = −6.03, p<0.001, d = −1.02; 拖堂情境中, t(83) 
= −5.58, p<0.001, d = −1.19。上述结果表明, 作为共

情锚点的自我预测对教师情绪预测准确性确有显

著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却取决

于共情锚点本身的准确性, 若自我预测极端(强烈

组), 反而导致更大的预测偏差 , 出现更大的师生

间共情鸿沟, 假设 H2 得到证实。 
2.3  补充研究 

研究一中, 由于所有教师被试都是先进行自我

预测, 然后再预测学生情绪的, 共情锚点作用有可

能是由于“先设想自己情绪”这一任务本身所致, 究

竟是否如此呢？研究者补充了一个现场实验。被试

为某校 52 名初中教师, 要求被试预测学生在关爱

和拖堂情境中初二学生的愉快程度(0~6 级计分, 6 
= 非常愉快)。随机确定 26 人为自我预测组, 请教

师先设想自己情绪 , 然后预测学生情绪; 另外 26
人为控制组, 教师直接预测学生情绪, 但事后报告

是否以自我预测作为预测学生情绪的参照, 18 人表

示进行了自我预测(故作为控制组被试)。经检验 , 
两组教师教龄无差异, t(42) = −0.73, ns。描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 2, 对自我预测组进行相关分析：关爱情

境中自我预测和预测学生间相关显著 , r = 0.86, 
p<0.001; 拖堂情境中自我预测和预测学生间相关

显著, r = 0.91, p<0.001, 再次验证了假设 H1。对自

我预测组和控制组教师预测学生情绪得分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均无差异：关爱情境中, t(42) = 
0.57, ns; 拖堂情境中, t(42) = 0.84, ns。上述结果显

示, 控制组教师做出的预测并未因没有被要求自我

预测而与自我预测组有何差异 , 实际上控制组有

69.23% (18/26)的教师进行了自我预测, 说明研究

一结果与实验任务本身没有直接关联。 

3  研究二 
3.1  方法 
3.1.1  被试 

预测主体为某两所学校 37 名语数外理化学科

初中教师, 平均教龄 17.14 年(SD = 6.44), 男 7 人, 
女 30 人。由每位教师在任教班级中确定 1 名所教

学科成绩中等生、共 37 名中等生作为预测对象, 男

15 人, 女 22 人。 
3.1.2  材料 

(1)情绪预测情境实验材料 
以积极期望为预测情境, 具体描述为：“你的成

绩目前在班上处于中等水平, 虽然暂时不是特别突

出, 但老师非常非常看好你。因为你的接受能力和

理解能力都很强, 对于问题的理解你思路清晰, 有
自己独特的看法, 说明你是一个愿意思考且善于思

考的同学, 这些都预示着你有巨大的学习潜力。我

完全相信：只要你能明确目标, 更勤奋一点, 更主

动一些, 你的成绩完全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 甚至

跨进班级最前列。加油！相信你是最棒的！”情绪 

                                             
2 由于要将群体学生体验作为比较效标, 因此必须保证学生被试的同质性。通过 4 种方法进行检验：首先, 本研究中实际调查初二

学生 636 人(男 313 人, 女 323 人), 排除自评学习成绩优等和差等的两端学生, 并排除自评近三天心境波动大(3 个题项, α = 0.77)

的学生, 得到 364 人。经单样本 t 检验, 364 人样本与 636 人样本在关爱情境中情绪无差异, t(363) = 0.80, ns, 在拖堂情境中情绪无

差异, t(363) = −0.65, ns。但为体现情境中“大多数学生”这一点, 仍严格以 364 人作为研究一中教师情绪预测准确性的效标样本。

其次, 将 364 人样本随机折半,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 两组学生在关爱情境中情绪无差异, t(362) = 0.87, ns, 在拖堂情境中情绪无差异, 

t(362) = 0.33, ns; 再次, 在某校两个初二班级(n = 53)开展拖堂情境实验, 以直接测量学生情绪。由经过培训的同一名数学教师作为

主试, 在下课后以内容没有讲完为由继续拖堂讲课 4 分钟, 并请学生即时填答情绪体验问卷, 经单样本 t 检验, 直接测量与情境问

卷间接测量结果无差异, t(52) = −0.74, ns, 这既体现了情境问卷测查学生情绪的效度, 又说明学生被试同质性; 最后, 对 364 人样

本进行情绪体验的性别差异检验, 关爱情境中, t(362) = −1.21, ns; 拖堂情境中, t(362) = 1.18, ns。上述结果一致表明, 364 名学生被

试具有同质性, 作为比较效标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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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补充研究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自我预测组(n = 26) 控制组(n = 18) 
情境 

预测自己情绪 预测学生情绪 预测学生情绪 

关爱 5.31±0.84 5.23±0.95 5.06±1.06 

拖堂 1.42±1.39 1.31±1.26 1.06±0.73 

 
词为自豪、欣慰、满意、兴奋和放松, 1~9 (9 = 非

常强烈)级计分, 教师自我预测、预测学生和学生体

验 α 系数在 0.72~0.80 之间。 
(2)认知共情能力问卷 
同研究一, 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 0.71。 
(3)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 
心境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存在心境一

致性效应(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 因此可根据

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倾向, 来佐证被试

的情绪自我报告。首先, 对某校 40 名初中生进行开

放式问卷调查, 搜集了 32 个情绪事件短语, 再另请

该校 43 名初中生对 32 件事的情绪效价进行评定, 
各选 10 个积极和消极短语作为判断任务中的事件。

其次, 在某校两个初中平行班开展实验, 以回忆方

式分别诱发学生愉快和悲伤情绪, 先报告愉快体验, 
继而判断这 20 个事件在未来半年内发生的可能性

(1 = 不太可能, 2 = 很有可能)。结果发现, 愉快情

绪 与 积 极 事 件 概 率 判 断 显 著 正 相 关 , r = 0.33, 
p<0.01, 与消极事件概率判断显著负相关, r = −0.50, 
p<0.001; 且 情绪状态与事件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 
F(1, 81) = 26.22, p<0.001, η2 = 0.25, 说明初中生对

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存在心境一致性效应。因此, 
可以用该认知任务来检验情绪体验自我报告的效度。 
3.1.3  程序 

第一阶段, 教师情绪预测测量：指导语为“假设

这段话就是您写给这位中等成绩学生的, 一会该生

将读到这段话, 为体现真实性, 请签写配对学生和

您的名字。”其余程序同研究一。第二阶段, 学生情

绪体验测量：在教师测量结束后, 集中学生在安静

的会议室 , 引导学生处于一种平静、放松的状态 , 
自评愉快基线情绪。指导语为“同学们, 我是某某课

题组的老师, 课题组要求每个老师按照事先确定的

书面材料, 在班上找一位最符合该材料描述内容的

同学, 结果你的老师选中了你, 也就是说, 你们班

你的情况最符合材料中的描述。”然后, 将已签写师

生姓名的积极期望文本发给配对学生阅读, 并请学

生报告愉快情绪, 然后报告自豪等 5 种情绪强度, 
并完成未来事件发生概率判断任务、人口统计学资

料和成绩自评, 最后请学生保存好文本, 以勉励自

己, 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 
3.2  结果 

对学生阅读 文本前后的 愉快情绪进 行检验 , 
t(36) = −3.90, p<0.001, M 前 = 6.97, SD = 1.34, M 后 
= 7.78, SD = 1.42, 说明教师签名后的期望文本确

实诱发了学生更愉快的体验。其次, 对学生判断的

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概率总分与学生阅读文

本后的愉快情绪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愉快情绪与积

极事件概率判断显著正相关, r = 0.43, p<0.01, 与

消极事件概率判断呈负相关趋势, r = −0.13, p = 
0.448, 说明学生情绪自我报告具有良好的效度。 

检验假设 H1。统计发现, 教师自我预测和预测

学生间相关显著, r = 0.78, p<0.001。以自我预测均

值为中界线, 将样本教师分为自我预测平静组和强

烈组, 经统计, 两组教师在教龄、了解学生程度和

认知共情能力上均无差异, 说明两组教师在教职经

验上具有同质性, 且认知共情能力得到控制。统计

发现(表 3), 强烈组教师预测学生的情绪更强烈 , 
t(35) = −5.41, p<0.001, d = −2.31。假设 H1 得证。 

检验假设 H2。以相对准确性(RFA)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两组差异显著：t(35) = 
−4.40, p<0.001, d = −1.28, 且平静组显著低估, t(13) 
= −3.58, p<0.01, 而强烈组显著高估, t(22) = 3.67, 
p<0.001。以绝对准确性(AFA)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 差异同样显著：t(35) = −2.02, P = 0.051, 
d = 0.51。可见, 共情锚点对预测个体学生情绪的准

确性确有影响, 但是否是积极影响却并非取决于共

情锚点本身, 若自我预测极端(强烈组), 反而导致

更大的预测偏差, 出现更大的师生间共情鸿沟。假

设 H2 得证。 
3.3  研究一和研究二小结 

研究一和研究二发现, 无论预测对象是群体学

生还是个体学生, 教师自我预测和对学生情绪的预 
 

表 3  研究二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情境 教师分组 自我预测 预测学生 学生体验 相对准确性(RFA) 绝对准确性(AFA) 

平静组(n = 14) 5.19±0.97 5.34±1.14 5.91±1.51 −0.81±0.85 0.91±0.65 
期望 

强烈组(n = 23) 7.12±0.37 6.98±0.71 5.91±1.51 1.22±1.59 1.5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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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间存在显著相关 , 平静组教师的预测相对准确 , 
强烈组教师的预测偏差更大, 正是因为自我预测这

一共情锚点的差异, 导致预测准确性的差异。补充

研究进一步表明, 自我预测组和控制组教师所做出

的预测没有差异, 这就排除了实验任务本身对结果

的干扰。两个研究不但证实了共情锚点对教师情绪

预测的影响, 并且表明共情锚点本身并不必然促进

预测准确性, 相反, 还可能是造成师生间共情鸿沟

的根源(如强烈组)。教师如何才能准确预测学生情

绪、跨越这道共情鸿沟呢？研究三将通过共情策略

的操纵, 探寻跨越共情鸿沟的对策。 

4  研究三 
4.1  方法 
4.1.1  被试 

预测主体为某 3 所中学 61 名初中教师, 随机确

定 31 名教师为设身处地共情策略组 , 平均教龄

15.65 年(SD = 14.16), 另外 30 名教师为推己及人共

情策略组, 平均教龄 10.77 年(SD = 8.61), 经检验, 
两组教师教龄没有差异, t(59) = 1.63, ns。以上次期

中考试总分在本班中的位次为主要依据, 并参考学

生自评和班主任评定, 从某校初中 3 个年级 3 个班

102 名学生中各确定 34 名成绩较好学生(以下简称

“学优生”, 男 12 人, 女 22 人)和成绩较差学生(以下

简称“学困生”, 男 19 人, 女 15 人)作为预测对象。 
4.1.2  材料 

(1)情绪预测情境实验材料 
以复习迎考为预测情境, 教师版本的情境表述

为“期末考试即将来临, 学生正处于复习迎考阶段, 
请您预测一下, 面对即将开始的期末考试, 成绩较

好/较差的初中生在期末考试前三天的情绪会是怎

样？”情绪词含积极(期待、兴奋)和消极情绪(紧张、

不安、焦虑、担忧), 1~9(9 = 非常强烈)级计分, 教

师样本和学优生、学困生样本在两类情绪上的 α 系

数在 0.56~0.91 之间。 
(2)认知共情能力问卷 
同研究一, 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 0.62。 

4.1.3  程序 
第一阶段, 教师情绪预测测量(考前一周)。将

学校小会议室作为实验室, 室内恒温、安静, 桌椅

舒适、整洁, 光线适中。采用 E-Prime2.0 软件对实

验程序编程, 被试在 14 英寸联想笔记本电脑上逐

个完成实验。实验程序：填答人口统计学资料后呈

现实验指导语; 接着呈现复习迎考情境, 请教师依

次预测学优生和学困生情绪; 然后完成对初中生了

解程度评定(4 个项目, 7 点量表, α = 0.88)和共情策

略操纵检验(设身处地策略 2 个项目：“我完全是从

学生的角度出发来预测学生情绪的”、“我完全是站

在学生的立场来想象学生的内心感受”; 推己及人

策略 2 个项目：“先想象自己的情绪, 再以此为参照

来预测学生情绪”、“预测学生情绪前, 我先想：如

果那些情境中的人是我, 情绪会怎样”。均为 9 点量

表), 最后完成认知共情能力问卷。正式实验前确保

每个教师熟悉电脑操作方式, 实验结束后两组各邀

请 5 名教师座谈。其中, 设身处地组指导语为“请您

预测的是成绩较好/较差的初中生在期末考试前会

有怎样的情绪, 因此, 您在预测每种情绪前, 一定

要站在这部分学生的角度 , 设想这部分学生的感

受。”推己及人组指导语为：“请您在预测每种情绪

前 , 先设想自己就是成绩较好/较差的初中生 , 仔
细想想自己在期末考试前会有怎样的情绪, 然后再

预测学生的情绪。第二阶段, 学生情绪体验测量(考前

三天)。请学生报告对于期末考试的即时情绪体验。 
4.2  结果 

两组教师对学生了解程度无差异, t(59) = 1.40, 
ns, 但 认 知 共 情 能 力 差 异 显 著 , t(59) = 3.35, 
p<0.01。指导语操纵检验共 4 个项目, 将原始分转

化为标准分, 含设身处地 2 个题项(α = 0.80)和推己

及人 2 个题项(α = 0.80)。2(组间：设身处地策略, 推

己及人策略) × 2(组内：设身处地操纵, 推己及人操

纵)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主效应均不显著, 
但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 59) = 3.18, p = 0.080, η2 
= 0.05, 设身处地策略组的设身处地操纵得分高于

推己及人操纵得分, t(59) = 2.20, p<0.05。说明通过

指导语操纵共情策略是比较成功的, 这也为实验结

束后对部分教师的访谈所证实。 
检验假设 H3。统计发现(表 4), 在预测学优生

积极情绪上 , 两组教师差异显著 , t(59) = −2.26, 
p<0.05, 预测学困生消极情绪上, 呈边缘显著, t(59) 
= 2.20, p = 0.070, 而在学优生消极情绪和学困生积

极情绪预测上无差异, 前者 t(59) = −1.05, ns, 后者

t(59) = 0.32, ns。假设 3 未予完全证实。 
检验假设 H4。以相对准确性(RFA)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由于是组间设计, 因此其结

果与上面直接对两组教师预测分数进行 t 检验结果

一致。以绝对准确性(AFA)为因变量, 逐一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学优生积极情绪预测上, 设身处地组

预测相对更准确, t(59) = −2.60, p<0.05, d =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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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三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预测内容      教师分组 教师预测 学生体验 3 相对准确性(RFA) 绝对准确性(AFA) 

设身处地组 5.82±1.27 5.16±1.96 0.66±1.27 1.17±0.80 
学优生积极情绪 

推己及人组 6.57±1.30 5.16±1.96 1.41±1.30 1.72±0.83 

设身处地组 5.29±1.72 4.90±1.82 0.39±1.72 1.38±1.08 
学优生消极情绪 

推己及人组 5.76±1.75 4.90±1.82 0.86±1.75 1.71±0.90 

设身处地组 3.24±1.55 4.71±1.88 −1.47±1.55 1.71±1.27 
学困生积极情绪 

推己及人组 3.12±1.48 4.71±1.88 −1.59±1.48 1.91±1.02 

设身处地组 5.38±1.52 5.55±2.22 −0.17±1.52 1.17±0.97 
学困生消极情绪 

推己及人组 6.17±1.81 5.55±2.22 0.62±1.81 1.60±1.00 

 

学优生消极情绪预测上, t(59) = −1.30, ns, d = −0.37, 
尽管两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但对两组相对准确性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发现, 设身处地组未现显著高估, 
t(30) = 1.26, ns, 而推己及人组高估趋势明显, t(29) 
= 2.69, p<0.05; 学困生积极情绪预测上 , t(59) = 
−0.66, ns; 学困生消极情绪预测上, 两组差异达到

边缘显著水平, t(59) = −1.71, p = 0.093, d = −0.43, 
单样本 t 检验发现, 设身处地组未现显著高估, t(30) 
= −0.62, ns, 而推己及人组 t(29) = 1.87, p = 0.072, 
高估趋势比较明显。因学优生积极情绪、学优生消

极情绪、学困生消极情绪的绝对准确性值两两间显

著相关(r = 0.30~0.37, p<0.05), 按照 Dunn 等(2007)
的做法 , 将其合并为一个总准确性指数 , 经检验 , 
t(59) = −2.48, p<0.05, d = −0.65, 设身处地组预测

的偏差值相对更小。假设 H4 得到证实。 
因两组教师认知共情能力差异显著, 故根据认

知共情能力总分均值为中界线, 将教师分为低分组

和高分组, 然后以 4 个绝对准确性值为因变量, 进

行 2(共情策略：设身处地组, 推己及人组) × 2(认知

共情能力：低分组, 高分组)多因素多变量方差分

析：共情策略和认知共情能力交互作用的多变量变

异数 Wilks' Lambda 值为 0.87, ns; 认知共情能力变

量的 Wilks' Lambda 值为 0.90, ns; 共情策略变量的

Wilks' Lambda 值为 0.85, 边缘显著, p = 0.060。说

明认知共情能力与情绪预测准确性无直接关联, 但

共情策略对预测准确性具有实质性影响, 再次证实

假设 H4。 
4.3  小结 

研究三表明, 共情策略对情绪预测准确性产生

明显影响, 教师若仅从自己角度出发, 以对自己情

绪的设想来替代学生, 会导致更大偏差; 相反, 若

站在学生角度进行设身处地思考, 实际上就克服了

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sm bias), 从而有效地跨越

共情鸿沟。比较例外的是, 在学困生积极情绪预测

上 , 两组无论是在相对准确性还是绝对准确性上 , 
都无任何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教师普遍存在“学困

生在考试前夕情绪普遍消极”的固有观念, 仅通过

指导语操纵共情策略尚难以改变这种观念, 从而导

致教师普遍性低估了学困生积极情绪。 

5  讨论 
5.1  共情锚点与共情鸿沟形成 

人类的大多数认知判断活动中均存在锚定效

应(Mussweiler, 2002), 甚至有研究者认为, 锚定效

应是一种十分普遍而顽固的判断偏见(曲琛, 周立

明 , 罗跃嘉 , 2008), 情绪预测中同样存在这种效

应。Gilbert(2006)指出, 人们在预测时, 会参照他人

过 去 或 当 下 的 情 绪 体 验 ,  这 就 是 替 代 信 息

(surrogation information), 以替代信息作为锚点的

被试, 比仅获得事件信息(event information)的被试 

                                             
3 由于要将群体学生体验作为比较效标, 因此必须保证学生被试的同质性。检验 34 名学优生被试的同质性：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 

以考前积极和消极情绪为因变量, 进行 2(男, 女)×3(6, 7, 8 年级)多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的多变量变异数

Wilks' Lambda 值为 0.82, ns; 性别变量的 Wilks' Lambda 值为 0.93, ns; 年级变量的 Wilks' Lambda 值为 0.79, ns。检验 34 名学困生

被试的同质性：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 以考前积极和消极情绪为因变量, 进行 2(男, 女)×3(6, 7, 8 年级)多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 

结果：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的多变量变异数 Wilks' Lambda 值为 0.97, ns; 性别变量的 Wilks' Lambda 值为 0.87, ns; 年级变量的

Wilks' Lambda 值为 0.86, ns。由于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因此各样本中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试具有同质性, 作为比

较效标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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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出 了 更 准 确 的 预 测 , 这 在 模 拟 约 会 (Gilbert, 
Killingsworth, Eyre, & Wilson, 2009)、收获奖品

(Gilbert, 2006)等情境中均得到证实。 
但是, 上面提到的替代信息均是他人的情绪体

验, 人际情绪预测中, 存在另一种替代信息—— 自

我预测, 个体借助自我预测这一锚点对他人情绪做

出预测, 正如 Krueger 和 Clement (1994)所言, 人们

有一种强烈的以自己感受作为基础预测他人情绪

的倾向。本研究以教师预测学生情绪为例, 考察了

人际情绪预测过程中的这种锚定效应, 并发现(研

究一和研究二)：教师在预测学生情绪时, 自我预测

作为共情锚点直接影响情绪预测, 进而影响到预测

准确性, 表现为自我预测平静组教师的预测准确性

相对更高, 而自我预测极端导致更大的师生间共情

鸿 沟 。 情绪观 点 采 择双判 断 模 型 (Van Boven & 
Loewenstein, 2003, 2005)认为, 人们在进行情绪观

点采择时 , 首先是预测自己在情绪情境中的情绪 , 
如在预测同事是否喜欢卡拉 OK 时, 首先预测自己

在听众面前唱流行歌曲的情绪, 继而, 判断自己与

他人的相似程度, 并对锚点做出相应调整, 比如若

同事比自己更喜欢社交, 那么就会调整对自己情绪

的预测结果以适应同事的外向个性。但是, 一方面, 
自我预测本身往往受人格(Verner-Filion, Lafrenière, 
&Vallerand, 2012)、聚焦错觉(罗寒冰等, 2013)、记

忆偏差(Meyvis, Ratner, & Levav, 2010)等因素影响

而存在偏差, 这已为以往大量研究所普遍证实(刘

聪慧等, 2010); 另一方面, 尽管人们也认识到有时

是需要调整自我-他人间差异的, 但调整往往是不

彻底的(Epley, Keysar, Van Boven, & Gilovich, 2004), 
这 种 高 度 的 自 我 中 心 在 社 会 判 断 中 处 处 可 寻

(Royzman, Cassidy, & Baron, 2003), 可见, 人们难

以调整人我差异从而使用有效的锚点。总之, 在人

际情绪预测过程中 , 决定准确性的两个条件—— 
自我预测准确性和自我-他人相似性判断准确性均

未能满足, 这无疑是造成人际共情鸿沟的直接原因。 
需强调指出 , 在 Van Boven 和 Loewenstein 

(2003, 2005)的研究中, 是在被试预测他人情绪后, 
再通过事后报告的方式证实了被试是以自我预测

作为锚点预测他人情绪的。与此不同, 本研究将自

我预测作为被试的第一个实验任务, 目的在于考察

锚点对准确性的影响, 这种设计更能直接检验人际

情绪预测中的锚定效应。且即便没有自我预测这一

实验任务, 多数被试(69.23%)仍然以自我预测作为

情绪观点采择的基础。本研究通过在人际情绪预测

领域的拓展, 再次证实了锚定效应在判断和决策等

认知活动中的普遍性。 
5.2  共情策略与共情鸿沟跨越 

借鉴以往对观点采择两种不同视角方面的研

究(Batson et al., 1997; 赵显等, 2012), 本研究认为

在预测他人情绪过程中, 实际上也存在两种不同视

角或共情策略：一是推己及人共情策略, 即预测者

首先设想自己在类似情境中的情绪感受, 然后对他

人情绪作出预测, 二是设身处地共情策略, 即预测

者通过换位思考, 完全站在他人角度设身处地地想

象他人情绪。研究三考察两种共情策略对预测准确

性的作用。结果, 关键的假设 H4 得到证实：总体

而言 , 采取推己及人策略 , 师生间共情鸿沟更大 , 
而采取设身处地策略, 教师情绪预测相对更准确。

结合指导语, 可以看到两种策略的差别：站在自己

视角的推己及人策略, 直接启动了自我预测, 更加

强化了自我中心, 导致双判断模型揭示的自我预测

偏差和自我-他人相似性判断偏差; 而站在他人视

角的设身处地策略, 启动的是对自我-他人差异的

调整, 弱化了自我中心, 甚至抑制了对自我预测这

一共情锚点的依赖。实际上, 以往研究者更多强调

共情应站在他人立场上(Ickes, 1993), 将自我“客体

化”, 即以“第三者”的视角来表征、监控和调节自我

和他人的关系, 抑制自我中心偏差, 以促使共情摆

脱自我中心的禁锢, 逐渐指向他人(张慧, 苏彦捷, 
2008), 如 Hogan (1969)认为共情是设身处地理解

他人的想法 , 在智力上理解他人的一种情感状态 , 
而 Decety 和 Jackson (2006)基于共情脑机制的研究

成果, 认为共情是在不混淆自己与他人的体验和情

感的基础上体验并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情感的一种

能力。设身处地策略正反映出共情的这一本质, 恰

如英语中的熟语“Put oneself in the shoes of another”
所描述的那样, 汉语中也有“设身处地”、“换位思

考”等成语。预测他人情绪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共

情现象, 自然需要预测者采取设身处地策略, 摆脱

自我中心的禁锢, 将自我“客体化”, 以真正克服自

我中心偏差, 跨越人际共情鸿沟。 
需强调指出, 本研究还考察了认知共情能力对

人际情绪预测准确性的影响。3 个研究均采取 IRI
中的观点采择因子测量教师的认知共情能力, 结果

发现, 教师的认知共情能力对预测准确性并没有显

著影响。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 认知共情能

力或者说观点采择能力代表了个体设身处地地感

受他人情感与想法的倾向, 而并不是一种基于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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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的情绪观点采择行为, 这种能力对教师准确

判断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差异、调整共情锚点、从而

做出准确预测可能没有直接的影响; 其次, 本研究

采用的 IRI 问卷中的观点采择维度仅 5 个题项, 且

其中既包括站在自己角度推己及人的共情, 又包括

站在他人角度设身处地的共情, 未能对两种视角进

行区分, 作为特质的共情能力是否会影响个体在预

测过程中共情策略的选择呢？这需要在今后的研

究中做进一步探索。 
5.3  研究贡献与未来研究拓展 

本研究数个实验均在学校现场实施, 数个预测

情境均是经前期调查而确定的典型教育情境, 且综

合考虑到师源性事件(即事件由教师直接引发, 如

关爱学生、课间拖堂、积极期望情境)和非师源性

事件(即事件并非由教师直接引发, 如复习迎考情

境), 完全是学校教育实际的真实体现 , 充分彰显

了本研究的生态学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 
本研究理论贡献是, 在梳理并整合认知共情、

情绪观点采择等概念基础上, 继承并发展了情绪观

点采择双判断模型, 初步构建并检验了人际情绪预

测理论模型, 这为深入揭示人际情绪预测过程的特

点和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模型不但揭示了人际共

情鸿沟形成的原因, 更直接提出人际共情鸿沟跨越

的路径。本研究实践意义体现为, 直接为教师提供

了有效的情绪预测策略：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 真

正站在学生角度 , 设身处地地想象学生情绪感受 , 
才可能对学生的情绪反应做出准确预测。若以自我

为中心、仅凭主观臆测, 想当然地认为学生就是自

己所认为的这种情绪感受, 结果就容易导致情绪预

测错误 , 而这 , 往往是教育实践中师生间共情鸿

沟、甚至产生师生情绪冲突、因而也是一些教育行

为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将预测对象区分为个体和

群体两类学生虽符合教育实践, 但却未能考察教师

在预测两类学生时的认知过程特点和预测结果差

异; 虽然发现设身处地策略可有效减小师生共情鸿

沟, 却未能进一步考察影响共情策略选择与执行的

情绪、动机因素, 未能深入揭示不同策略执行过程

中的认知机制; 也需看到, 情绪预测和情绪体验均

发生在特定情境中, 情境因素并未作为操纵变量在

本研究中予以考察。还有研究表明, 人们倾向于提

取非典型性样例, 并以此为基础预测个体自己的未

来情绪, 从而导致预测偏差(Morewedge, Gilbert & 
Wilson, 2005)。这似乎启发我们, 提取典型样例作

为预测锚点, 可能是减小人际共情鸿沟的又一有效

策略。未来研究还可在这方面进行拓展。此外, 由

于人际情绪预测准确性研究涉及两类被试, 这在客

观上增加了研究难度, 因此本研究对情绪的测量主

要依赖于自我报告, 未来研究应在情绪测量方法上

进 一 步 探 索 , 如 增 加 相 对 客 观 的 指 标 (Nielsen, 
Knutson, & Carstensen, 2008), 结合多种方法测量

情绪(姜媛, 林崇德, 2010)。 

6  结论 
自我预测作为共情锚点, 直接影响教师对学生

情绪的预测, 但共情锚点对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具有

两面性, 自我预测极端将导致更大的师生间共情鸿

沟。共情策略对教师情绪预测准确性具有直接影响, 
设身处地共情能有效减小师生间共情鸿沟、提升教

师预测学生情绪的准确性。经实验检验的人际情绪

预测理论模型, 提供了人际共情鸿沟发生原因的解

释视角和跨越鸿沟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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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forecasting was a psychological research hotspot in recent years. Bias not only existed in 
forecasting self emotions, but also in forecasting others’, which can lead to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Van 
Boven and Loewenstein presented the dual judgment model of emotional perspective taking, implying that self 
forecasting bias and similarity judgment devia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others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Based on the dual judgment model,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forecasting model, which can not only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but also help to 
overcome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Taking the typical interpersonal forecasting phenomenon (teachers forecasting students’ emotions) as 
example and selecting typical educational situations,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formation of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as well as ways to overcome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to verify the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forecasting model. 

Study 1 (85 teachers participants, 364 students participants) selected caring students and delaying class as 
forecasting situations, while Study 2 (37 teachers and 37 students) selected positive expectation as forecasting 
situation, where the teachers were asked to forecast students’ emotional respon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ther they are forecasting groups or individual studen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1380 心    理    学    报 45 卷 

 

self-forecas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student’s emotions. As the empathy anchor, self-forecasting directly affected 
teachers’ forecasting on the students' emotion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empathy anchor on forecasting accuracy 
has two-sidedness, the extremeness of self-forecasting would lead to a still greater empathy ga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y 3 (61 teachers, 68 students) selected preparing for tests as forecasting situation, while the teacher’s 
empathy strategy was manipulated by instructions. It indicated that empathy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teachers' emotional forecasting accuracy. Teachers thinking only from their own perspective and neglecting 
to imagine emotions from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s would induce greater forecasting bias. Otherwise, teachers 
placing themselves on students’ position would overcome egocentric bias, thereby effectively closing the 
empathy gap. 

Effective emotional prediction strategy was directly presented in this research with realistic effects and 
sust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al judgment model of emotional perspective taking.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forecasting model was conducted and verified. This study lai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forecasting process. 

Key words  emotional forecasting; interpersonal empathy gap; the dual judgment model; empathic anchoring; 
empathy strategy 


